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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社交焦虑产生和维持的主要原因之一（彭顺 等，

2019；Blote et al.，2014）。研究发现负性评价恐惧可能

是社交焦虑产生的首要因素（Cheng et al.，2015；钟佑

洁，张进辅，2011）。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生理和社会心理发展的关键期，

自我意识增强，对同伴交往的关注与渴求度变大，社交

焦虑问题日益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社交焦虑的

检出率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许磊 等，2021）。

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过度的自

我关注、回避行为以及对负性评价的过度担忧，这不仅

会损害其人际关系的质量，还会进一步引发抑郁、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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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关系，验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之间的

中介作用，采用负性评价恐惧量表、应对方式量表以及交往焦虑量表，对33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

析。结果表明：（1）负性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和消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

（2）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

虑之间的心理机制，为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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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社交焦虑的概念及其影响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情境中因被审视或

可能面临负面评价而产生的一种明显的、持续的非理

性恐惧（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适度

的社交焦虑是人类正常的情感体验，但当焦虑水平过高

并持续存在时，严重者可能达到社交焦虑障碍的临床水

平，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Rapee & 

Heimberg，1997）。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个

体对社交情境的负性认知（尤其是对他人评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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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感等一系列不良后果（Weeks et al.，2005；黄凤 等，

2021）。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对

社交焦虑的影响，并检验应对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

作用。

1.2  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

负性评价恐惧，又被称为惧怕否定性评价，指个

体因害怕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给

自己负面评价的消极预期（Watson & Friend，1969；陈

祉妍，2002）。根据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Rapee 

& Heimberg，1997），个体对负性评价的恐惧是社交焦

虑产生和持续的主要原因之一。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

在社交情境中会过度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将中性或

模糊的社交信号解释为负性评价，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

情绪，并倾向于回避社交场合（Weeks et al.，2005）。

Haikal和Hong（2010）发现，负性评价恐惧可以显著预测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Johnson等人（2020）的纵向研

究进一步表明，负性评价恐惧能够跨时间预测社交焦虑

障碍个体12周后的社交焦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焦虑

程度会愈加严重。国内研究也表明，负性评价恐惧是社

交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彭顺 等，2020）。因此，提出

研究假设H1：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

1.3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应对方式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应对策略，个

体在评估特定内外环境要求是否超出自身能力和资源后，

做出相应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Lazarus & Folkman，

1984）。根据其功能，通常可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

类：积极应对包括主动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再

评价等策略；消极应对则包括自责、回避、幻想、发泄等

策略（解亚宁，1998）。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交焦虑水平越高，个体越易

采用幻想、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回避问题（蔡文婷，辛

宏，2021 ）；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由于未能有效

解决社交压力，反而会加剧焦虑体验，使社交焦虑水平升

高；而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则能够有效缓解社交压

力，降低焦虑水平（Kashdan et al.，2011）。如果个体经常

采取以解决问题为主的积极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降低社交焦虑水平（ 梁若枫，郑磊磊，2015 ）。

同时，应对方式的选择也受到负性评价恐惧的影

响，根据压力的认知-应对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决定了相应的应对方

式。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交情境评价为

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因此更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如回避、自责），而较少采用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

（Kocovski & Endler，2000），进一步研究表明，高负性

评价恐惧的个体在面对社交压力时，更倾向于使用适应

性较低、缓解效果有限的应对策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

社交焦虑（李慧 等，2017）.已有研究表明，如果个体采

取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事件，通常可以降低生活事件对

个体焦虑水平的影响程度（冯永辉，周爱保，2002）。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应对方式在负

性生活事件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张天驰，

2021），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进一步假设：应对方式

在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2），

考虑到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可能发挥不同方向的作用，

进一步提出H2a：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H2b：

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或较弱。

综上，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负性评价

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并构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

对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模型。中介模型如图1 所示。

图 1  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河北省某大学

抽取338名大学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

查。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338 份，剔除规律作答、漏答、

连续相同选项等无效问卷36份，回收有效问卷302份，回

收有效率为89%。其中，男生147人，女生15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陈祉妍（2002）编制的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

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取5点计分（1代表“完

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第4、7、10题反向

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祉妍，2002），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68。

2.2.2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Leary（1983）编制、彭纯子等人（2004）修订

的交往焦虑量表，该量表共15个项目，采取5点计分（1

代表“一点也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特定题

目（第3、6、10、15题）反向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a系数为0.70。

2.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

量表包含20项目，分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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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12题考察积极应对方式，第13到20题考察消极应对方

式。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a系

数为0.70，积极应对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为0.6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7.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分

析和相关分析，使用SPSS中的宏程序Process4.1进行中介

效应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负

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应对方式三个变量量表的所有

题目同时放入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未进行旋

转的情况下存在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排在第一位的

因子解释了15.983%的变异量，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1 列 出 了 各 变 量 的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和 相 关 矩

阵。首先，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和消极应对在性

别  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负性评价恐惧水平 

（M女=3.42，SD=0.35）显著高于男生（M男=3.30，

SD=0.42）（t=-2.70，p=0.007<0.01），女生的社交焦

虑水平（M女=3.47，SD=0.39 ）高于男生（M男=3.38，

SD=0.38）（t=-2.037，p=0.043<0.05），男生的消极

应对水平（M男=2.73，SD=0.43）高于女生（M女=2.57，

SD=0.48）。另外，相关分析表明，负性评价恐惧、消极

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关系；消极应对方式与负

性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

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1  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s among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and coping styles

变量 M SD 1 2 3 4

1. 负性评价恐惧 3.36 0.39 -

2. 社交焦虑 3.44 0.46 0.522** -

3. 积极应对 3.10 0.32 0.032 0.089 -

4. 消极应对 2.65 0.46 0.219** 0.257** 0.191** -

注：N=302 相关系数采 Bootstrap 方法得到。**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负性评价恐惧为自变量，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为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检验二者在负性评价

恐惧与社交焦虑间的并行中介效应。采用Hayes开发的

SPSS插件process程序中的Model4。由表2可知，在未纳

入中介变量时，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

著，β =0.511，t=10.302，p<0.001；在纳入中介变量后，

负性评价恐惧依然可以显著预测社交焦虑，β =0.469，

t=9.277，p<0.001；负性评价恐惧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

测作用显著，β =0.306，t=4.594，p<0.01；消极应对方

式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133，t=3.057，

p<0.01。

表 2  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Testing the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with coping styles as mediators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

R R2 F β t

社交焦虑 负性评价恐惧 0.53 0.28 23.183*** 0.51 10.302***

积极应对 负性评价恐惧 0.13 0.018 1.105 0.033 0.636

消极应对 负性评价恐惧 0.32 0.102 6.75** 0.306 4.594***

社交焦虑 负性评价恐惧 0.55 0.31 18.75*** 0.469 9.277***

积极应对 0.048 0.867

消极应对 0.133 3.057*

注：*p<0.05，**p<0.01，***p<0.001。

对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

焦虑间的并行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负性评价恐惧不仅会

对社交焦虑产生直接作用，还会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社

交焦虑产生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511，其中消极应对中

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区间为［0.01，

0.08］），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8%；而积极应对

方式对社交焦虑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Bootstrap 95%置

信区间包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

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扮演了部分中介角色。具体

如表3、图2所示。



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2026 年 5 月
第 8 卷第 5 期 ·66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805098

图 2  应对方式在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以

及应对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了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的内部作用

机制，并扩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4.1  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现状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负性评价恐惧水平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交焦虑得分也相对较高。已有研

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水平普

遍较高，且二者关系密切（彭顺 等，2019；贾彦茹 等，

2019）。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关

键时期，对同伴评价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显著增强，同时

大学阶段的社交情境更为复杂多样，高负性评价恐惧的

个体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社交焦虑。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负性评价恐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

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支持了研究假设H1。这一结果

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的观点一致（Cheng et al.，

2015；Weeks et al.，2008）。个体对社交情境中负面评价

可能性的评估是社交焦虑产生的核心机制，当个体预判

他人可能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时，便会产生焦虑情绪，

并倾向于回避社交场合（Rapee & Heimberg，1997）。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理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

同时，也呼应了已有研究的发现。例如，彭顺等人

（2019）以424名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

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且这一效应在高依赖型

自我构念群体中更为突出。贾彦茹等人（2019）的研究

也表明，大学生社会排斥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本研究将这一关系的验证范围拓

展到了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中，进一步巩固了负性评价

恐惧作为社交焦虑核心风险因素的实证基础。

4.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

评价恐惧与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研

究假设H2a。具体而言，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更倾向于

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如回避、自责、被动退缩），而消

极应对方式的使用又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交焦虑水平。而

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决定了其应对策略的选择。高

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交情境评价为具有高度

威胁性的，因而更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Lazarus & 

Folkman，1984；Kocovski & Endler，2000）。 相关研究表

明，高负性评价恐惧的大学生在面临社交情境时会自动

激活消极应对策略（如回避社交、自责、被动应付），

这些行为虽然能暂时缓解焦虑，但长期看来会导致社交

技能练习机会减少、社交经验缺乏，进而强化社交中的

焦虑体验（彭顺 等，2019）。冯永辉和周爱保（2002）

的研究也显示，负性评价恐惧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

关，且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此

外，大学生正处于渴望社交但难以突破心理障碍的冲突

时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对人际关

系更加敏感，会更在意他人给予的反馈，当频繁接收到

他人的负性评价时，会对自我认知进行怀疑，随着这种

怀疑不断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大学生会倾向选择回避或

者被动应付这种低成本的消极应对方式来让自己摆脱这

种会引发不适感受的社交场合。同时，大学生自主决策

空间灵活，但是压力调节资源（如时间、社交支持）可

能有所限制，面对负性评价更容易优先采用快速缓解不

适的消极应对，而不是需要长期练习的积极应对策略。

本研究中介模型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积极应

对方式未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积极应对方

式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和个体资源。对于高负性

评价恐惧的大学生而言，采取积极应对可能会产生与预

期相反的效果。例如，主动与人交流这种积极的应对策

略，对于普通个体确实有助于缓解焦虑；但对于高负性

评价恐惧者而言，主动寻求社会支持本身就意味着将自

己置于可能被评价的社交情境中，对于害怕被评价的个

体来说，积极应对策略的实施可能是一种社交暴露过

表 3  应对方式在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strap95％ CI

上限
Bootstrap95％ CI

下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511 0.41 0.60 8.3%

积极应对 0.016 -0.01 0.01 0.3%

消极应对 0.041 0.01 0.08 8%

积极 - 消极 -0.04 0.01 -0.0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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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种暴露非但不能缓解焦虑，反而可能会激活他

们的焦虑体验。Kocovski和Endler（2000）的研究也认

为，高社交焦虑个体在实施积极应对策略时，往往会伴

随反刍式的过度思考，那么策略的执行本身变成了一个

新的焦虑源，从而削弱了积极应对本应有的缓冲作用。

其次，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之间可能存在抑制效应。当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同时纳入中介模型时，二者之间可

能存在统计上的抑制关系。由于消极应对方式的效应量

通常较大，其在模型中可能掩盖或抵消了积极应对的效

应。Dong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情绪聚

焦应对）与社交焦虑的正向关联效应量显著大于积极应

对（问题解决聚焦应对）与社交焦虑的负向关联效应

量。这意味着，在二者并存的情况下，消极应对的效应

更容易在统计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积极应对的效应被

淹没。Lee等人（2016）的研究也表明，问题解决应对

（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情绪应对（消极应

对）的中介效应显著，因为在社交威胁情境下，问题导

向应对可能被感知为无效或过度激活焦虑。最后，测量

工具的维度划分也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简

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8）测量应对方式，该问

卷将积极应对定义为主动解决问题、寻求支持等策略。

在社交焦虑群体中，这些条目本身可能存在理解偏差，

例如，“与人交谈，了解情况”这一条目，对普通个体

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信息寻求策略，但对高负性评价恐惧

者而言，其首要认知反应可能是和他人交谈意味着自己

会面对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因而可能会这一条目视为压

力源而非应对资源。这种条目解释上的语义偏移可能导

致测量工具未能真实反映高负性评价恐惧群体的实际应

对倾向，从而影响统计检验的敏感性。

综上所述，积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不显著并不意

味着其在缓解社交焦虑中完全没有价值。正如Dong等

人（2023）的元分析所揭示的，积极应对方式确实与较

低的社交焦虑水平相关联，但这种关联可能更多地体现

为一种保护性因素的直接效应，而非中介作用的间接效

应。因此，积极应对可能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

关系中发挥缓冲作用，而非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

的解释路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积极应对方式是

否在调节效应而非中介效应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研究的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的发现深化了对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

内在机制的理解。以往研究多关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

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或聚焦于单一中介变量的检验，

而对不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差异化作用探讨较少。本研

究通过同时检验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揭示

了二者在认知—情绪转化路径中的不对称角色：消极应

对方式是负性评价恐惧“传导”至社交焦虑的重要途

径，而积极应对方式则更可能扮演独立于中介路径之外

的保护性因素。这一发现补充和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

行为模型（Rapee & Heimberg，1997），为进一步理解

认知因素如何通过策略选择影响情绪结果提供了新的视

角。基于本研究结果，针对高负性评价恐惧的大学生群

体，干预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减少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

上，此外，针对积极应对方式未发挥中介作用的情况，

不建议简单放弃积极应对策略的训练，而应更加注重策

略的适用性，教会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灵活选择应对策

略，而非一味提倡积极应对就是好的。灵活、情境适配

的应对策略使用，可能是比固定使用某种策略更有效的

调节方式。

尽管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调查设计，所有数据

均在同一时间点收集，难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本研究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构建了中介假

设，但横断数据无法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例

如，社交焦虑水平的升高是否反过来强化了个体对负面

评价的恐惧以及其消极应对倾向。未来研究可借助纵向

追踪设计或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方

向。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未纳

入其他可能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

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领悟社会支持等变量在负

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关系中的角色，构建更为完整的

理论模型。最后，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大学生群体，

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尚需在其他群体（如中学生、职场人

群）中进行验证。

5  结论

（1）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负性评价恐惧与消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消极应对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消极应对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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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Hou Huihui1,2

1.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al and Learning Science, Urumqi;

2.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and coping styles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a focus on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 sample of 338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th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both social anxiety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ocial anxiety; (2) Negative coping style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se findings elucidat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linking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by offering empirical insights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this population.
Key word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Coping styles;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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